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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由于大众对普职分流存在误解，教育焦虑在社会上不断产生和蔓延。在

描述普职分流的事实和特征的基础上，本文重新审视了社会上对普职分流的批判。过去二十

年，我国高中阶段普职比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剧烈变化，但一直大于 1∶1，当前高中阶段至

少六成甚至三分之二的孩子在普通高中就读，个别省份这一比例已近八成。微观数据表明，

家庭背景对普职分流重要但并非桎梏，学业成绩才是主导性因素；大城市家庭和多子女家庭

在普职分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男孩在普职分流中表现逊色于女孩。随后，本文围绕普职分

流的主流批判提供了少数支持、多数相悖的证据。最后，基于对普职分流的实证分析，本文

探讨了我国普职协调未来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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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人才不止一类，成才的赛道也不应仅有一条。高中阶段是我国教育体系分赛道的

重要节点，是衔接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应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 

高中阶段诸多问题，如普职分流、县中塌陷、超级中学、高考改革等都已成

为社会关注热点。围绕上述问题，由于缺乏全局性证据对整体的刻画，缺乏基于

合理测度的证实或证伪，缺乏对现实丰富性的认知，缺乏“跳出本位”的视角，

各方往往基于所见所思各执一端，难以达成共识。结合量化实证和田野观察，笔

者将刻画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基本事实，提炼高中阶段发展的重要特征与基

本规律，以期对未来的公共讨论和政策调整有所裨益。 

本文关注高中阶段普职分流，内容包括如下四个部分：澄清普职比的社会误

解、刻画初中后分流的基本特征、审视普职分流的主流批判、探索普职协调的可

行路径。分析综合使用中国教育财政学校调查数据、中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世

界银行统计数据、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数据（PISA）等。中国教育财政学校调查数

据实施于 2022 年 10 月，该调查的区县抽样框在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区县抽样

框基础上补充了西藏、新疆样本区县，在区县抽样框内随机抽取了一半的高中阶

段学校（含技工学校和高职校的中职阶段）。经过数据清理，最终纳入分析的样

本包括 1223 所学校的 58.4 万名学生。需要指出的是，抽样数据采集过程依托学

校难免存在不足，且使用高中阶段学校抽样数据分析普职分流不如抽取初中学校

再进行追踪更为恰当。但是，作为国内少有的、抽样设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

高中阶段学校抽样调查，其分析即使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全国情况，也仍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二、普职分流，并非 1∶1 

最能引发家长焦虑的当属普职比 1∶1 的传闻。有关普职比的有计划调整可

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其目的是改变普通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低、毕业即失业、人

才培养与国民经济发展需求脱节的问题。1983 年，《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

部、国家计委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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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到 1990 年，使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体相当。

这是国家政策文件中首次出现“大体相当”的表述。随后，在校生或招生规模大

体相当的表述不断出现在中央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中，但 1∶1 从未作为事业发

展目标进入中央文件。在地方政策实践中，一直存在高中录取名额管制，但只有

少数地区以 1∶1 为事业发展目标。 

全国来看，从官方数据计算得到的普职比在过去二十年先降后升，多数年份

远大于 1∶1。以普通高中、中职教育在校生人数的比值作为高中阶段普职比的

测度，图 1 呈现了 2003—2022 年的变化趋势①。从含技工学校的普职比来看，

2010 年最接近 1∶1，但相关数据存在严重“统计口径”问题（梁国胜，2019）。

此后普职比不断攀升，于 2019 年达到 1.53∶1。但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出台后，普职分流的执行有所强化，普职比也在 2020 年下降到 1.50∶1。强

化的普职分流引发了社会情绪，普职分流的执行强度和“统计口径”在汹涌民意

中做出调整。2021 年教育事业统计公报公布的中职教育在校生统计不再包含技

工学校。而考察不包含技工学校的普职比，可以发现，该指标从 2010 年的 1.34∶

1 增长到了 2022 年的 2.03∶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

研究所 2022 年高中阶段学校全国抽样调查的普职比估算结果（2.02∶1）与不包

含技工学校的事业数据普职比十分接近——虽然前者抽样学校包含技工学校。 

 

图 1 2003-2022 年全国普高、中职在校生规模及普职比 

 
① 数据来源为 2003—2021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 2022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下文如无特

别说明，普职比都指基于官方公布的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计算得到的高中阶段普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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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来看，则会看到普职分流在实践层面的灵活性和因地制宜。图 2 给出了

2003 年、2010 年、2021 年各省高中阶段在校生普职比①。首先，经济发达程度更

高的省份，不一定有更高的普职比。省际差异很大，但并没有一个经济发展水平

与普职比之间的确定规律。其次，2003年到 2010年，多数省份的普职比有所下

降。2005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到 2010 年，中

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 800 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此后一段

时期各省普职比普遍下降，仅天津、浙江、重庆、辽宁、北京有所增加。最后，

2010年到 2021年，所有省份的普职比均有提升。在提高较大的省份中，既有京

津鲁粤这样的发达省份，也有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吉林、黑龙江和中部地区的江西、

河南。有趣的是，甘肃、贵州、江西、湖南、广西、河北、内蒙古、宁夏等省份

的普职比在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般的变化后，2021 年又回到了 2003 年的水平。观

察省际差异，有理由猜测，地区普职比由分流管制强度、初中毕业生规模、普职

融通和职教立交桥“宽度”、产业结构及产教关系、职业学校办学水平等因素共

同塑造。 

 

图 2 2003年、2010 年、2021 年各省高中阶段在校生普职比 

 

一言以蔽之，一半的初中毕业生只能读中职是社会对普职分流的误解。过去

二十年，我国高中阶段普职比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剧烈变化，但一直大于 1∶1。在

当前高中阶段，全国至少六成甚至三分之二的孩子在普通高中就读，个别省份这

 
①  中职教育在校生数据不含技工学校在校生。数据来源为《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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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例已近八成。 

三、初中之后，何以分流 

中考之后，什么样的孩子就读普高，什么样的孩子就读中职？成绩无疑是主

要的分流依据，但公办普通高中仍然存在一定比例的、以不同名义招收的高收费

生，民办高中普遍的高收费也使得就读普高的机会更多向家境优渥的孩子倾斜。

在普职分流中，中考成绩和家庭背景无疑都是重要因素，但谁是主导因素？此外，

不同区域招生管制和普职比的不同是否导致了相似的孩子入读普高机会的显著

差异，男女性别差异是否显著，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是否因为缺乏家庭资源支持而

更多分流到中职？笔者围绕上述问题总结了我国普职分流的若干特征。 

家庭背景重要但并非桎梏，学业成绩才是我国普职分流的主导性因素。采用

家庭经济社会地位指数（ESCS）测度家庭背景①，图 3 分 20 组给出了我国不同

家庭背景的学生就读中职的比例，作为对比也列出了全球情况②。有观点认为，

普职分流主要表现为不同家庭阶层间的分层，已成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实

证研究部分支持上述观点，然而无论中外，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越高，孩子在

高中阶段就读中职的比例都越低。全球平均来看，ESCS 得分每下降一个组别，

就读中职的比例就提升 1.0 个百分点。相对于实行综合制，实施分轨制国家（地

区）的 ESCS 与就读中职的关系更紧密。在中国，ESCS 得分每下降一组，就读

中职的比例会提升 1.9 个百分点。但也应该注意到，即使在最低 ESCS 得分组也

有 43%的孩子就读普高，而在最高 ESCS 得分组仍有 13%的孩子进入中职。 

 

 
① ESCS 指数参考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构建方法，由家庭教育资源、家庭财富、文化资本、父母的

最高职业地位、父母的最高教育水平变量综合而成。家庭教育资源根据家中是否有学习用的书桌、安静的

学习场所、用于完成学校作业的电脑、教育软件、教辅读物、技术类参考书、词典等教育资源来衡量。家

庭财富根据家庭中配置的汽车、电视机、带有浴缸或淋浴的房间、台式或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电子书、

乐器数量来衡量。文化资本根据家庭持有的书本数量来衡量。父母的最高职业地位根据父母职业类型和家

庭收入来衡量。 
② 全球 ESCS 分组基于 PISA2018 年数据在保留高中阶段样本后分国家（地区）计算得到。若考虑分流类型，

综合制国家（地区）不同 ESCS 得分组就读中职比例在 30%—37% 之间，分轨制国家（地区）则在 10%—

36%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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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就读中职的比例 

以普职分流结果为因变量、ESCS 和学业成绩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图

4 呈现了不同国家（地区）的回归系数①。中国的回归系数在不同数据源下的结果

非常接近。不难发现如下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我国家庭背景对普职分流的影响并不突出。若不控制学业成绩，中国

的 ESCS 回归系数为 0.12，在 42 个国家（地区）中位列中游，小于克罗地亚、

匈牙利、北马其顿、印尼、塞尔维亚、德国、意大利、捷克、摩尔多瓦、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日本、比利时、法国、波黑、瑞士、白俄罗斯、韩国、黑山等；

而在控制学业成绩影响后，ESCS 的回归系数大幅下降至 0.03，好于三分之二的

国家（地区）。 

第二，我国学业成绩对普职分流结果的影响位居首位。在大多数国家（地区），

学业成绩更好的孩子进入高中阶段更可能接受普通教育而非职业教育②。但考察

不同百分位 PISA 得分孩子就读普高和中职的比例，会发现全球范围内 PISA 得

分位居前 10%的孩子仍有超过 10%就读于中职学校，而在中国这一数据为 0。控

制 ESCS 得分后，中国 PISA 成绩回归系数为 0.32，除科索沃外再无 PISA 成绩

回归系数大于 0.3 的国家（地区）。学业成绩在普职分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

 
①  数据来自 PISA2018 和中国教育财政学校调查 2022。世界各国（地区）成绩采用 2018 年 PISA 阅读、

科学和数学的均值，仅保留高中阶段样本量超过 100 且存在分流的国家。中国的成绩基于 2022 年中国教

育财政学校调查学生填写的中考成绩进行标准化得到，考虑到中考以地市为单位，模型控制了地市虚拟变

量。 
② 在爱尔兰、阿尔巴尼亚、巴西和多米尼加，中职学生样本的平均成绩甚至好于普高学生。 Isabella 

Haegg(2020) 发现，在多米尼加就读中职学校相对就读普通高中能将 12 年级孩子学业成绩提高 0.4 个标

准差。 

中国：y = -0.019x + 0.5289 全球：y = -0.0097x + 0.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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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如在中国这般重要。这一现象有两种解读。一方面，全球范围内我国普职分

流最是依据学业成绩，优势家庭通过学业成绩以外渠道对普职分流结果的影响有

限，公平性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我国的普职分流已演化为以学业成绩为依据的

普职分层。在大多数国家（地区）中职教育并非优先选项①，但也鲜见如中国这

般彻底沦为次级选择。 

 

图 4   全球视野下的家庭背景、成绩与普职分流 

 

图 5 进一步分省呈现了我国不控制中考成绩和控制中考成绩两种情况下，孩

子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就读高中均值以及两者拟合线②。抽样数据分析呈现

与事业数据普职比相似的现象——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均值更高的省份，未必

就读普高的比例更高。上海样本的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得分略高于北京，但就

读普高的比例却低于北京；部分中西部省份样本的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得分不

高，但就读普高的比例高于东部省份样本。对比左右图拟合线可以发现：在不控

制中考成绩时，省内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指数与就读普高强相关；控制中考成

绩后，所有省份两者的相关性都大幅下降，多数省份的相关性接近于 0。虽然多

 
① 爱尔兰、巴西、阿尔巴尼亚是例外，其中职学生样本有着更高的 PISA 测试成绩，有与普高学生样本相

近甚至更好的 ESCS。 
② 中国教育财政学校调查抽样设计有全国代表性，基于调查数据的省内分析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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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省份的公平性良好，但少数省份控制中考成绩后依然呈现“向上翘起的拟合线”

也值得关注。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对普职分流的影响七成

通过中考分数的中介来实现，但在此之外的直接影响仍有三成。 

 

图 5 我国家庭背景、中考成绩与普职分流 

 

大城市家庭面临更大的普职分流压力。长久以来，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是普职

分流焦虑的主要群体，尤其在鸡娃严重的一线城市。是一线城市家庭的舆论声量

更大，还是有着客观原因？图 6 给出了抽样数据中北上深一线城市不同 ESCS 得

分组就读中职的比例，作为对比，图中还给出了全国、江西省的情况①。不难发

现，各 ESCS 得分组在一线城市就读中职的比例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

对来自中低 ESCS 得分组的孩子。在江西，ESCS 得分 5%—10%的孩子就读中职

的比例为 25%，与一线城市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得分 85%—90%的孩子就读中

职的比例相近。一线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但也意味着激烈的教育竞争，

相似家庭条件的孩子在一线城市有更大可能进入中职就读。 

 
① 北上深样本 2.4 万人，江西样本 1.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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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一线城市、全国、江西不同家庭孩子就读中职比例对比 

 

男孩在普职分流中表现逊色于女孩。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研究多数将注意力放

在女孩可能受到的忽视上。受“重男轻女”和“养儿防老”以及宗族等思想的影

响，中国父母预期他们跟儿子的关系要比跟女儿的关系更密切，会将有限的家庭

资源更多投资给儿子（郑磊，2013）。不过，“晚熟男孩”现象也引人瞩目：男孩

相对女孩普遍晚熟，在初中时可能还未认识到中考的严肃性而不够努力，还没开

始认真学习就失去了就读普通高中的机会。抽样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晚熟

男孩”的观点。图 7 给出了男孩和女孩在中考成绩和就读普高上的差异①，男孩

的中考成绩比女孩低 6 分，就读普高的比例则比女孩低 3 个百分点。但男孩的劣

势在高 ESCS 得分组并不明显，而是集中体现在低 ESCS 得分组。在最低 ESCS

得分组，男孩的中考分数比女孩低 13 分，就读普高的比例比女孩低 9 个百分点。

晚熟男孩，尤其是弱势家庭的晚熟男孩，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① 就读普高的性别差异为各分组就读普高比例的均值差。因为中考分数跨地市不可比，中考分数的性别差

异用控制了地市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来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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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普职分流中的性别差异 

多子家庭子女在普职分流中的表现逊色于少子家庭。生育数量和质量的权衡

是跨越马尔萨斯陷阱、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奥戴德·盖勒，2022），但

若失衡也会导致“超低生育率”的人口困境。教育焦虑和生育焦虑相互叠加、相

互强化，已经成为我国亟待破解的发展难题。已有研究表明，生育数量对子女教

育结果存在负面影响（王兵，2016），担心没精力去培养孩子、怕耽误孩子是我

国城市中产尤其是一线城市中产的普遍心态。在 2022 年全国高中阶段抽样数据

中，独生子女和二孩家庭占比均约为 44%，三孩家庭 9%，四孩及以上家庭 3%。

图 8 呈现了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子女数和普职分流的情况，有如下几点值得

关注。 

第一，越是高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家庭生育子女越少。样本学生所在家庭平均

子女数约 1.72 人①，最高 ESCS 得分组平均子女数 1.45，最低 ESCS 得分组子女

数为 2.00。在最高 ESCS 得分组，超过 60%的孩子来自独生子女家庭，最低 ESCS

得分组仅 33%的孩子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生活在非一线城市的、相同 ESCS

得分组的家庭，生活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家庭尤其是优势家庭生育了更少的子

女。 

第二，来自少子家庭的孩子相对多子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比例在普职分流

中进入普通高中学习。平均来看，独生子女进入普通高中就读的比例为 70%，有

 
① 这一数据与贺丹等（2018）研究中的 45 岁左右妇女曾生子女数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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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兄弟姊妹的孩子就读普高的比例为 66%，有两个兄弟姊妹的孩子就读普高

的比例为 59%，有三个及以上兄弟姊妹的孩子就读普高的比例为 46%。 

第三，生育数量-质量的替代关系在优势阶层中更为严重。对 ESCS 得分后

25%的家庭而言，无论生育一孩、二孩还是三孩，其子女在普职分流中的结果几

乎没有差别，四孩及以上才表现出不利结果。但对 ESCS 得分在中位数以上的家

庭，一孩、二孩、三孩之间的差异显著存在，且越是在更高 ESCS 得分组这种差

异就越大。上述发现背后蕴藏着不同群体生育选择背后的理性考量：既然子女数

量对教育质量的负面影响有限，弱势家庭更多的倾向于子女数量；优势家庭则担

心子女数量对教育质量的负面影响而更倾向于少生优育。 

 

 

图 8 家庭子女数与普职分流① 

关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业成绩、性别、区域和同胞，笔者刻画了我国高

中阶段普职分流的若干特征。基于上述特征，不难勾勒中国家庭对普职分流的主

流认知：普职分流的本质是以学业成绩为依据的教育分层，且是社会分层的预演。

家庭一旦懈怠、未能成功将资源转化为学业成绩、学历优势，或养育多个子女导

致资源稀释，孩子就可能在教育分层中跌入中职，从而在未来的社会分层中坠入

 
① 右图图中标记根据样本量进行了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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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普职比的严格管控，则是导致更多孩子跌入中职、无缘大学学历和体面工

作的重要原因。正是上述认知，引发了家长对普职分流的焦虑和批判。 

四、普职分流批判的实证审视 

与家长朴素而感性的批判不同，专家学者从社会层面出发表达了理性批判：

第一，普职分流不利于被分流到职教轨道学生的学业发展乃至拖累整个教育系统

的学业表现；第二，普职分流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后的人才需求结构；第三，普

职分流不利于社会平等，阻碍了共同富裕；第四，普职分流引发不必要的教育焦

虑，包括学生及家长焦虑。上述观点，可合称为普职分流四大批判。 

在全球视野下，普职分流有分流类型、分流时间和分流比例三大特征。分流

类型主要有分轨制和综合制，前者因采取专门职业学校分流便于因材施教效率更

优，后者多在综合高中内分流便于社会融合公平更优。分流时间，主要指学生首

次分流的年龄。在 2018 年参加 PISA 测试且有数据的 74 个国家（地区）中，超

过 31%的国家（地区）首次分流在 10—14 岁，43%在 15 岁首次分流，剩下 26%

在 16 岁分流。分流比例，国内常用普职比或职普比，本文限定在高中阶段的普

职比或职普比。相对于分轨制，综合制的教育体系一般分流时间更晚（15 岁或

16 岁），但普职比孰高孰低并不确定。东亚地区实行分轨制但普职比均高于 2，

北欧地区虽是综合制但普职比均在 2 以下。基于 PISA 和世行数据，本文采用各

国（地区）职教生 PISA 成绩和全部学生成绩、人均 GDP 和制造业占比以及收入

基尼系数①、学生考试焦虑②作为测度，考察其与普职分流特征的相关关系，为理

解上述批判提供了若干证据。 

（1）综合制国家（地区）PISA成绩和人均 GDP表现更好，分轨制国家（地

区）制造业占比更高。未发现分轨制国家（地区）收入不平等、学生考试焦虑程

度更高的证据。图 9 展示了 2018 年不同分流类型国家（地区）学业表现、经济

发展和不平等程度以及考试焦虑的情况。第一，与分轨制相比，综合制教育体系

在 PISA 成绩和人均 GDP 两方面表现更好。就 PISA 成绩而言，综合制国家（地

 
①  世界银行的基尼系数有收入和消费之分，2018 年除土耳其外，OECD 国家均为收入基尼系数。此外，中

国也是消费基尼系数。为提高可比性，中国基尼系数改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② 由于 PISA 在 2018 年未评估学生焦虑，本文的考试焦虑数据来自 PISA2015 年的测试。PISA 采用李克

特 4 分 117 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 1—4 分，通过 5 个问题测试学生在考试方面的

焦虑体验。本文对 5 个问题的得分取均值得到每个学生的考试焦虑程度，得分越高，代表学生越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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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均值高出 20.73 分①，中位数甚至高出 34.28 分（金鑫，2016）。就人均 GDP

而言，综合制均值高出 2.54 万美元，中位数高出 2.82 万美元。不过，在 PISA成

绩高于 500分、人均 GDP高于 5万美元的高水平层面，采取分轨制和综合制的

国家（地区）数量基本相当。PISA 成绩高于 500 分的国家（地区）共 19 个，其

中有 10 个国家（地区）采取分轨制；人均 GDP 高于 5 万美元的国家（地区）共

14 个，选择综合制和分轨制的则各有 7 个。第二，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综合制和

分轨制表现相差不大，综合制国家（地区）的基尼系数均值略高，但中位数略低。

综合制和分轨制国家（地区）的基尼系数均值分别为 0.353 和 0.346，而两者的

中位数分别为 0.333 和 0.345。第三，综合制和分轨制国家（地区）学生对考试的

焦虑程度相近。两者的均值分别为 2.63 和 2.62，同时中位数分别为 2.64 和 2.63。

第四，分轨制国家（地区）的制造业占比明显高于综合制国家（地区）。综合制

国家（地区）的制造业占比均值为 10.44%，分轨制国家（地区）均值为 15.25%，

中位数则分别为 10.53%和 14.06%。值得注意的是，世行数据中制造业占比超过

20%的 13 个国家（地区）全部采取了分轨制。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OECD 和国家统计局。 

注：国家和地区采用 ISO3 代码表示，AUS 表示澳大利亚，AUT表示奥地利，BEL 表示比利时，CAN 表示

加拿大，CHE 表示瑞士，CHL 表示智利，COL 表示哥伦比亚，CRI 表示哥斯达黎加，CZE 表示捷克，DEU 表示

德国，DNK 表示丹麦，ESP 表示西班牙，EST 表示爱沙尼亚，FIN 表示芬兰，FRA 表示法国，GBR 表示英国，

 
① 金鑫（2016）根据 2009 年 PISA 数据发现分轨制国家（地区）相比综合制国家（地区）成绩更好。

2018 年时综合制和分轨制国家（地区）PISA 测试成绩的逆转部分源于新成员的加入，也源于爱沙尼亚、

波兰、中国澳门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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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C 表示希腊，HUN 表示匈牙利，IRL 表示爱尔兰，ISL 表示冰岛，ISR 表示以色列，ITA 表示意大利，JPN

表示日本，KOR 表示韩国，LTU表示立陶宛，LUX 表示卢森堡，LVA 表示拉脱维亚，MEX 表示墨西哥，NLD 表

示荷兰，NOR 表示挪威，NZL 表示新西兰，POL 表示波兰，PRT表示葡萄牙，SVK 表示斯洛伐克，SVN 表示斯

洛文尼亚，SWE 表示瑞典，TUR表示土耳其，USA 表示美国。 

图 9 学业表现、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程度与分流类型① 

 

（2）15 岁分流国家（地区）的 PISA 成绩、人均 GDP 和收入不平等都逊

于 16岁分流国家（地区）。制造业占比高的国家（地区），分流时间早。图 10 展

示了 2018 年不同分流时间下，学业表现、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有如

下发现。第一，与其他分流时间相比，15 岁分流的国家（地区）PISA 成绩最低。

就职教生成绩而言，10—14 岁和 15 岁分流的均值分别为 427.20 分和 422.43 分，

10—14 岁高出 4.77 分。就所有学生成绩而言，16 岁分流国家（地区）的均值最

高（475.09 分），10—14 岁分流次之（463.40 分），15 岁分流最低（452.59 分）。

但在 PISA 成绩高于 500 分的 19 个国家（地区）中，只有 4 个在 10—14 岁进行

分流，选择 15 和 16 岁分流的数量基本相当，分别为 7 个和 8 个。第二，与其他

分流时间相比，15 岁分流国家（地区）的人均 GDP 均值最低，收入不平等程度

最高。人均 GDP 方面，10—14 岁和 16 岁分流的均值分别为 3.13 和 3.82 万美

元，比 15 岁分流高出 0.81 和 1.5 万美元。收入基尼系数方面，10—14 岁和 16 岁

分流国家（地区）的收入基尼系数相差很小，分别为 0.32 和 0.33，而受到巴西、

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中国和墨西哥 6 个基尼系数高于 0.45 国家的

影响，15 岁分流国家（地区）的均值被拉高至 0.38。第三，制造业占比越高，分

流时间越早。10—14 岁、15 岁和 16 岁分流国家（地区）的制造业占比均值依次

为 15.73%、14.50%、11.20%。对于制造业占比超过 20%且有分流时间数据的 13

个国家（地区），捷克、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和德国在 10—14 岁进行首次分流，

其他均在 15 岁，没有 16 岁进行首次分流的。 

 
① 箱线图自上而下分别代表最大值，第 75、50和 25 分位数以及最小值，此外图中还展示了分布在前 20%

国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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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OECD 和国家统计局。 

注：国家和地区采用 ISO3 代码表示，详细的对应关系见图 9注释。 

图 10 学业表现、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程度与分流时间① 

 
① PISA 的测试对象是 15 岁学生，而正面临分流的学生相比已分流和一年后分流的学生可能更焦虑，这可

能是 15 岁分流国家的孩子相对另外两种分流时间平均更焦虑的原因。基于以上考虑，笔者未呈现考试焦虑

和分流时间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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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职比与 PISA成绩、人均 GDP和制造业占比负相关，与收入基尼系

数和考试焦虑正相关。图 11 展示了 2018 年不同分流比例下，各国（地区）学业

表现、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程度的情况。有如下发现。 

第一，普职比低的国家（地区）其职教生的 PISA 成绩并没有劣势，但由于

普教学生的优势，总体学业表现更好。在所有学生的平均 PISA 成绩高于 500 的

高分段，12 个国家（地区）的普职比小于 2，仅 6 个国家（地区）普职比大于 2。 

第二，普职比低的国家（地区）人均 GDP 相对更高，且收入不平等程度更

低。在普职比有数据的 37 个 OECD 国家中，有 27 个国家的普职比小于 2，且这

27 国中仅 6 个国家的人均 GDP 在 2018 年低于 2 万美元。其中，拉脱维亚、斯

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发展迅速，目前已超过或接近 2 万美元的门槛。在普职比

大于 2 的 10 个国家里，加拿大、冰岛、新西兰、日本、韩国实现了人均 GDP 超

过 2 万美元，除日韩外都是地广人稀的资源型国家，智利、哥伦比亚等的人均

GDP 都低于 2 万。0.4 被认为是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而基尼系数低于 0.4

的 30 个 OECD 国家里，有 25 个国家的普职比都小于 2。 

第三，普职比与制造业占比负相关。对于普职比有数据的 37 个 OECD 国家，

制造业占比的中位数为 12.65%，高于这一水平的国家共有 19个，其中只有日本、

韩国和立陶宛 3 个国家的普职比大于 2。 

第四，普职比和考试焦虑呈正相关。与直觉相悖，高中阶段的普职比处于较

高水平时，学生的考试焦虑均值也会相对更高。对于普职比小于 1 的 17 个国家

（地区），其考试焦虑最低为荷兰的 2.15，最高为意大利的 2.78，而对于普职比

大于 4 的 9 个国家（地区），最低为韩国的 2.63，最高为巴西的 3.00。一种可能

的解释是：普职比低的国家（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好，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的

接受度更高，高中阶段选择更多元化，从而使得学生面对考试的焦虑程度整体有

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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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OECD 和国家统计局。 

注：国家和地区采用 ISO3 代码表示，详细的对应关系见图 9注释。 

图 11 学业表现、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程度与分流比例① 

以上分析为普职分流四大批判提供了少量支持、多数相悖的统计证据。第一，

相较分轨制，综合制国家（地区）学业表现更好，但在 PISA 成绩高于 500 的高

分段，两者旗鼓相当。与之类似，15 岁分流国家（地区）的 PISA 成绩相对于 16

岁分流处于劣势，但在高分段平分秋色。而对于分流比例，普职比更低的国家（地

区）PISA 成绩更高。第二，虽然经济发达国家（地区）更多倾向于采取综合制

并在 16 岁进行首次分流，但同时保持着较低的普职比。而制造业大国往往采取

分轨制教育体系，16 岁之前分流并维持较低的普职比。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

腾飞后也均未改变分流时间，均为 15 岁。第三，普职分流并不是共同富裕的敌

人。分流类型和分流时间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但普职比与收入不

平等呈负相关，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占比更高的国家（地区）基尼系数更小。第四，

普职分流有利于缓解教育焦虑。分轨制和综合制国家（地区）的学生考试焦虑相

差不大，但是对于普职比高的国家（地区），其学生反而有更大的考试焦虑。教

育焦虑是社会焦虑的映射，并作用于普职比的提升。 

五、普职协调，路在何方 

前文总结了我国普职分流的特征，并对普职分流的批判进行了实证审视。批

判大多未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但“15 岁孩子不该贴上失败者标签”的诉求充满

道德力量。而在道德的光芒下，鲜被提及的事实逻辑是：全球范围内的中职教育

并未如中国这般彻底沦为次级选择，在上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中国、甚至 21 世纪

 
① 缩尾处理将高中阶段普职比超过 6 的数据处理为 6，PISA 成绩、人均 GDP 和制造业占比的处理同图 9。

2018 年 OECD 国家普职比均小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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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珠三角和苏南也都不是（田志磊等，2018）。普职关系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我国当前的普职关系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体系建设

共同塑造的产物。 

上世纪末以来，在“有形之手”的塑造下，我国普职关系调整频繁。大学扩

招加重了天平上普教一侧的筹码，中职免费则强化了职业学校的兜底属性，“二

十条”后的普职比管控趋严引发了舆情，随之而来的是管控的突然放松。不无遗

憾地讲，中职教育不以服务区域产业为主要办学导向、全面转向升学的变革已然

尘埃落定。尘埃既已落定，继续强调高中阶段普职比乃至继续强调中职学校类型

教育的独特性变得不再有意义。相对于分轨制，以综合高中为代表的分流方式也

并非毫无优势，可以弱化显性的、普职间的巨大差异和民众所感知的教育机会不

均等。立足现实，放松普职比管制、增加综合高中供给、辅以少而精的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的改革方案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调整方向。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居民的教

育分流焦虑、满足其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另一方面，有利于破解中职学校

“挂羊头卖狗肉”一心忙升学所带来的信号紊乱，为面向产业培养技能人才的中

职学校腾出发展空间。 

放松普职比管制并不意味着普职比不再重要。各国（地区）高中阶段中职占

比的平均值长期维持在 34%①。从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看，去工业化的过程

往往伴随着普职比的上升，再工业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普职比的下降。高中阶段

普职比更低的国家（地区）有着更高的制造业占比、更高的人均 GDP、更小的收

入基尼系数，这意味着迈向制造强国和共同富裕之路都需要将普职比维持在合理

的区间。只是，堵不如疏，强制管控只会滋生“挂羊头卖狗肉”的职业教育②，

无益于上述目标的实现。引导资源向面向区域产业培养人的学校倾斜，避免错误

的评价机制将职业学校从“向企业看”扭为“向上看”，重塑面向区域产业培养

学生的职业学校的声誉信号机制，才是维系普职比的良治之道。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选取 1999 年和 2018 年中职学生数都有记录的 83 个国家（地区）样本计算得

到。在平均值基本不变的背景下，中职占比低于 34% 的国家（地区），其平均值相比 1999 年提高了 5.9 

个百分点，中职占比高于 34% 的国家（地区）则下降了 5.8 个百分点。 
② 在 2023 年的中职学校招生简章中，很多学校不约而同写道：“考试内容主要是课本知识，偏重记忆，考

题简单，竞争力小。文化课基础知识扎实的学生，参加职教高考语、数、外三科成绩都能接近满分，因此

本科上线率可达 9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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